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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特稿 Feature

愿中国再没有
褚健式的“悲喜剧”

■ 王柔仪 /文

日前，工信部在京组织召开全国 APP 个人信

息保护监管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刘烈宏出席会议并讲话，工信部总工程师韩夏主持

会议。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百度、阿里巴

巴、苏宁、蚂蚁集团、字节跳动、拼多多、美团、京东、

网易、新浪、华为、携程、衣邦人、科大讯飞、哔哩哔

哩、爱奇艺等 68 家企业参加会议。

保护个人信息，

企业必当其务、必担其责

会议总结了“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的

前期工作情况，通报了重点问题，并发布系列标准。

刘烈宏指出，避免用户信息过度使用和保护个

人信息的要求与日俱增，要把 APP 侵犯用户权益

整治工作作为各家企业的核心工作来抓。刘烈宏充

分肯定了前期 APP 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取得的积极

成效，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六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完善政策体系，坚

持依法治理；三是制定标准体系，坚持规范治理；四

是加强技管结合，坚持科技治理；五是加强统筹协

调，坚持联动治理；六是推动行业自律，坚持源头治

理。

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滴滴出行总裁柳青、

蚂蚁集团首席执行官胡晓明、衣邦人创始人方琴等

众多知名互联网企业负责人签署了 APP 个人信息

保护公开承诺书，承诺严格遵守工信部《APP 用户

权益保护测评规范》及《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

小必要评估规范》等相关系列指引，严格落实 APP
侵犯用户权益各项整治工作，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响应合规，蚂蚁、衣邦人等

浙江互联网企业承诺当先

浙江省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发展和 5G 应用

领域长期位列国内前茅，涌现大量互联网及产业互

联网前沿企业。其中包括致力商业生态创新的阿里

集团，主攻科技金融和普惠金融创新的蚂蚁集团，

聚焦专业数据智能服务的每日互动，更有深耕服装

定制和柔性供应链垂直创新的衣邦人。而在加强用

户个人数据合规应用和价值创新方面，浙江互联网

企业也不断进行探索。

会议期间，阿里、蚂蚁、每日互动、衣邦人等企

业作为浙江互联创新代表列席。阿里巴巴集团资深

合伙人郑俊芳、蚂蚁集团首席执行官胡晓明作为企

业代表宣读了 APP 个人信息保护公开承诺书。衣

邦人创始人兼 CEO 方琴则承诺与全国互联网企业

一起，积极响应工信部要求，深化个保意识，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保障用户权益，合法合规收集使用；规

范委托转移，明确各方责任归属；严格上架审核，规

范应用信息明示；强化技术手段，提高个保防护能

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个保管理体系；响应用户关

切，健全投诉反馈机制；加强沟通协作，积极参与行

业自律。

工信部召开全国APP个人信息保护监管会，
蚂蚁集团、衣邦人等企业承诺加强用户个资保护

荫浙大中控科技集团创始人褚健

■ 吴晓波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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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见到褚健老师，是在 11 月初

的一次婚礼上。他和他的太太都来了，主人

把我们安排在一桌。同桌的还有浙江大学的

几位现任和前任领导。大家举杯欢谈，亲密

无间。不过在话题上，每个人似乎都小心翼

翼地在绕开一个“暗礁”。

此时，距离褚健出狱快过去四年了。

就在婚礼后不久，在媒体上看到新闻，

中控技术即将在上海科创板上市，有人算了

一下，实控人褚健占股 22%，身价可能突破

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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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褚健是在 1993 年的初

夏，我是一个年轻的财经记者，他是浙江大

学最年轻的副教授。这位不安分的青年学者

在“小平南巡”的热浪里，下海创办了一家公

司。我采访他，写了一篇人物特写《少一个科

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它被刊登在

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很多报刊上。

后来，人间路宽，各走一边，就很少有交

集了。再一次与褚健“相遇”，是整整的二十

年后，2013 年 10 月，时任浙大副校长的他

突然被刑拘，媒体披露的罪名是贪污及侵吞

国有资产，而且数额特别巨大，如果罪名坐

实，判个无期徒刑都有可能。

在这过去的二十年里，褚健创办的那家

公司成为中国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里科技

水准最高的企业。公司刚刚成立时，国内自

动化行业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但中控的崛
起打破了这一局面。据计算，因中控的出现，

将国外进入的产品价格降低到原来的三分

之一，为国家节约起码 400 亿元设备引进投

资。

褚健被捕前，中控集团拥有 4000 多员

工，产值超过 30 亿元，并制定了国内自动化

行业的第一个国际标准。

也是在这二十年里，褚健并没有因为办

企业而荒废了学术，相反，正是面向产业应

用的科技创新让他成为了一位杰出的科学

家。他是国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首批特

聘教授，获得过八个国家级的科学技术进步

奖。甚至在被捕前的两个月，他的名字还出
现在 173 位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

褚健的研究领域是控制系统的信息安

全，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信息化时代的“后门

技术”，事关国家军事及重大产业安全，他是

中国在这一领域无可争议的“第一人”。据有
关院士的描述，中控是“我国唯一可以与欧

美抗衡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工业控制系

统信息安全领域的高科技企业”。
褚健出事后，最活跃的中控“潜在收购

方”，就是它的美国和德国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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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格的意义上，褚健失去人身自由

后，并没有入狱，而是一直被关押在拘留所

里。他的罪名也戏剧性地一再“改变”。
2013 年事发之初，他被指控的罪名有

四大宗：掌管浙江大学校办企业 8 年之久贪

污国有资产数亿元、向国外转移巨额资产、

乱搞男女关系、在 2003 年的中控公司产权

清晰化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

到 2014 年的 8 月，检察院正式提起诉

讼，在起诉意见书中，前三项均无涉及———

经调查都是子虚乌有，其罪责聚焦于 2003
年的中控产权清晰事件，据计算，其犯罪涉

及金额高达 7000 多万元，这也足以置褚健

于万劫不复之地。

在这期间，民间发起了“拯救褚健行

动”。四位信息安全相关领域的工程院院士

联名给中央写信，为褚健事件陈情。800 多

位浙大教授及中控公司员工签名愿意为褚

健作保，其中包括现任学院院长、退休的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以及工程院院士等人。近

十位法律界、经济界学者在杭州就褚健事件

涉及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专题研讨会。

针对中控产权清晰事件，我曾经从企业
变革史的角度写过两篇专栏。便有人辗转通

过关系，好意地提醒我：“你对中控的技术描

述，涉嫌泄露了国家科技机密。”

到 2017 年 1 月，在被拘押三年多之后，

褚案审理宣判，褚健的罪名又有了改变，成

了“贪污及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获罪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出狱后不久，正

是那年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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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褚健案的讨论中，最引人瞩目、

而在判决中也最含糊其词的是中控集团的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1993 年，褚健创建的中控是浙大工程

中心下属的校办企业，工程中心当时设立中

控的时候，出过出资证明，证明公司有多少

钱，但实际上并没有出钱。也就是说，褚健是

白手起家，拿了一张批文去成立公司。

在后来的二十年里，因高校科技企业的

多次制度变革，中控发生了数次股权更改和

转让行为。在 2014 年的检察院起诉书中，罗
列了诸多事实，其中涉及体制内创业、科研

经费使用、科研人员知识产权认定以及科技

型企业股权合法转让等多个课题。

2016 年，我曾受邀参加了在杭州举办

的那场“褚健案专题讨论会”，与会者中包括

了浙大的两任经济学院院长、法学院教授和

著名法律人，大家共同的感慨是，在现有的

法律框架中，褚健的行为确有瑕疵，但在很

大程度上却是“怀璧之罪”。

由此，似乎存在着一个“褚健困境”：在

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下，若一个科学家欲将

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

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几率就

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

褚健的遭遇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几乎所

有在高校内从事产学研工作的人都有极强

烈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褚案受到广泛关注

的原因所在。

可悲的事实是，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

都仍然没有在法理的意义上被彻底地解释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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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褚案议题中，人们常常会提及美国的

拜杜法案（Bayh-Dole Act）。
这个法案通过于 1980 年，在此之前的

美国，基于“谁投资，谁受益”原则，由政府资

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理所当然地由

政府拥有。但是，政府拥有权利，但没有动力

和能力进行商业化；私人部门有动力和能

力，但却没有权利。这个困局导致数以万计

的专利只有不到 5%的产业转化率。

拜杜法案的重点是把国家科研基金资

助下取得的科技成果、专利发明，通过立法

将归属权从国有变为高校或科研机构所有。

根据该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

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

益大致是“一分为三”：约 1/3 归学校或公

司，约 1/3 归研发团队，约 1/3 归负责转化成

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拜杜法案只有十二条，非常简洁，但是

却被认为是“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制定的

最令人振奋的法案”。在法案通过后的 1990
年代，美国高校的科研转化率提高了整整十

倍，它可以说是美国获得信息革命领跑权的

最重要的制度性能力之一。

回望中国，早在 2007 年，我们就在《科

技进步法》中借鉴了拜杜法案的一些原则，

把科研成果国家所有权变为单位所有权。然

而中国的高校绝大多数为国有属性，科技人

员的私人产权认定其实一直是一个法律盲

区，“褚健困境”正是掣肘于此。

也正因此，无论在法律专业还是在公众

舆论层面上，人们仍然对高校老师从事科技

创业的边界认识十分模糊。在今年的疫情期

间，我们还是看到了类似的争议：一些著名

的医学专家创办了自己的科研公司或参与

了商业开发活动，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被认

为是“不务正业”或“涉嫌学术商业化”。
在本质的意义上，中国民众在商业认知

上的“道德洁癖”并非人性使然，而是制度安

排的直接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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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健重获自由后，迅速回到了近乎被肢

解的中控。第一个向他伸出援手的是宁波市

政府，2018 年初，他在那里成立了宁波工业

互联网研究院，揭牌仪式上，人们看到了倪

光南等人的身影。

他所在的工业自动化领域正赶上产业

智能化的空前热浪，而他多年专注的“网络
空间安全”更成为国家信息战的核心战略课

题之一。中控集团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就

恢复了元气，其旗下的中控技术公司，以最

快的速度通过了科创板的 IPO 申请。

现在，褚老师的公司上市了，人们开始
津津乐道地议论一位科学家的“财富神话”。

而以我对这位老朋友的理解，这似乎并不会

给他带来多少的快乐。如果我问他，用一个
工程院院士换他的 40 亿元如何，他可能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更需要思考的是，“褚健困境”到底有没

有在制度的意义上被完全地化解了，会不会

有下一个、再下一个“褚健”。如果没有，那么
他的“悲剧”是必然的，他的“喜剧”倒似乎是

侥幸和偶然的。

愿从今往后的中国，再没有褚健式的
“悲喜剧”。


